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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跟踪

高培勇：解决收入分配问题重在建机制、构渠道 

2010-12-13 | 访问次数: | 编辑：rky | 【大 中 小】  

在民盟首届民生论坛（2010）——收入分配与民生上的演讲 

 

2010年12月10日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一、问题主要缘起于调节手段缺失 

对于当前中国的收入分配形势，尽管可以操用不同的指标、从不同的角度去测度，甚至据此得出不同的

判断，但有一点可以算作一个基本共识。这就是，面对呈扩大之势的收入分配差距，政府应当有所作为。 

问题是，高度重视并着力调节收入分配，并非是近期才提上政府议事日程的事情。事实上，起码在进入

本世纪之后，举凡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都会有专门的篇幅论及收入分配问题。然而，现实中的收入分配差

距，非但没有如我们期望的那样逐步拉近，反而被日渐拉大。这其中的缘由，究竟是什么？ 

体制的转轨，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可能并非实质、亦非根本性的原因。因为，在今天的世界上，实行转

轨的，毕竟并非只有中国一家。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中，毕竟也可找到收入差距虽

有所扩大、但不很明显，基尼系数并不算高的样板。如匈牙利、捷克。 

也不宜把原因完全归结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并非所有的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都经历过或正在经

历着收入分配矛盾尖锐化的熬煎，其中不乏处理得比较好的先例。在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那里，尽管现实的

收入差距可能并不比我们小，但总体处于掌控之中，也并未引致类如当前中国这样的强烈社会反响。 

更不能把账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上。因为，至少在一般特征上，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典型市

场经济国家的市场经济并无根本不同。有所差异的，不过是基于特殊国情考虑而做出的某些特殊选择。但这

些特殊选择，绝非是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因素。即便是，那也应在坚决摒弃而不在我们的坚守之列。 

其实，人们常说的收入分配问题，本身包括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分配差距，主要是指分配的结果，如

分配差距。另一是分配不公，指的是对造成分配不平等结果原因的判断，如机会不均等。这两个问题，显然

存在于所有经济体制和所有发展阶段，具有永恒性质。有所差异的，不过是，在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和不同的

发展阶段，可能要操用或依赖不同的调节机制和渠道。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要以什么样的调节机制

和渠道去应对收入分配差距和分配不公问题。 

这就是说，倘若当前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果真有什么特殊之处，那么，这种特殊性，只能归之于现实中

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以有欠完善的现实市场经济体制为线索，仔细地审视当前中国的收入分配运行格

局全景，可以常常观察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政府对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不可谓重视不够，不可谓决心不

大，但一旦付诸行动，就是苦于找不准下手的地方或有效的工具。 

机制尚缺，渠道不畅，在收入分配差距被一天天被拉大的挑战面前，政府或是束手无策，或是鲜有作

为，这或许正是当前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重要症结所在。 

二、当务之急是建构起新的调节机制和渠道 

在传统体制下，我们曾有过一套行之有效的调节收入分配的机制和渠道。那一套机制和渠道的主要支

柱，就是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城市职工八级工资制。在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条件下，农民剩余的农副产



品，只能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标准统一卖给国有商业部门。在城市职工八级工资制条件下，不仅城市职工被

区分为若干类别，每一类都由政府规定了相应的工资级别和标准，而且，什么时候涨工资、涨多少工资，也

由政府说了算。而且，在那个时候，农民获取货币收入的主要渠道，就是剩余农副产品的销售。城市职工获

取货币收入的几乎唯一的渠道，就是工资。因而，只要把农民的农副产品销售渠道和城市职工的工资渠道管

住了，包括农民和城市居民在内的全国人口的收入分配格局，便可完全处于政府的掌控之中。 

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和城市职工八级工资制逐一被打破。原有的调节机制和渠

道既已不复存在，自然要以新的适应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和渠道去“换防”。这无疑要经历一个“摸着石头

过河”般的探寻过程。迄今为止，曾经有不少招术先后被推上前台，但是，从总体看，由于缺乏同市场经济

新体制的适应性或适应性不够，这些招术，大多未能收获预期的效果。调节机制和渠道的重新建构问题，始

终未能获得根本解决。 

那么，究竟有无适合市场经济的调节手段？在中国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又能否找到适当且有效的调节机

制和渠道？这一问题，一直让我们所苦思、苦解。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认识倒是变得越来越清晰

并逐步逼近规律层面： 

调节收入分配的担子，已经不可能继续指望曾经行之有效的、传统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如颁布或提

升最低工资标准等，固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但毕竟是有限的、辅助或补充性的。能够适应市场经

济的、有较大作为空间的，可能主要是经济手段。 

在理论上，收入分配至少可以分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面。初次分配当然是基础环节。基础打不

牢，其他便很难谈起。但这一层面的问题，多属于市场体系，政府的作用空间相当有限。政府既不能直接调

整非国有制企业职工工资，也不宜过多干预国有企业的职工工资。政府所能做且可有效的，至多是规范市场

分配秩序。除此之外，可作调节之用、具有调节之效的经济手段，只能或主要来自再分配层面。 

再分配的灵魂或实质，说到底，就是“劫富济贫”——用从富人那里得来的钱去接济穷人。在现实的中

国，“济贫”似不难。因为，毕竟机制在，有渠道。在既有财政支出的结构框架内，或者，通过调整既有的

财政支出结构框架，完全可以在不动存量，仅靠增量——呈稳定增长之势的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实现为

低收入群体提供支援的目标。相比之下，“劫富”则难以做到。因为，它既无机制，又无渠道。即便做全方

位、多视角的广泛搜索，政府所能操用的“劫富”手段，基本上就是税收。现行税制体系下的中国税收，显

然胜任不了这样的使命。 

比如，就整个税制体系的布局而言，税收的“劫富”的功能，要同直接税而非间接税相对接。浏览一下

2009年全国税收收入的格局，便会看到，在由18种税所构成的现行税制体系中，包括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

税在内的各种流转税收入占到了70%左右。且不说流转税即是间接税，终归要通过各种途径全部或部分转嫁

出去，归宿难以把握。单就其被归结为累退税——高收入者所纳税款占其收入的比例，反而少于低收入者—

—这一点而言，它所可能带来的调节作用，也属逆向性质。 

再如，就直接税的布局来说，目前能够纳入现行直接税体系的，主要是处于流量层面的企业所得税和个

人所得税。在2009年，两者的占比分别为21%和7%。尽管企业所得税也具调节功能，但它调节的毕竟主要是

企业或行业而非居民个人之间的收入水平。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本应充当调节居民收入水平的主要工具，但

是，一方面，受制于份额的偏低，其作用的空间极为有限。另一方面，还需注意到，在实行分类所得税制的

条件下，将个人所得划分为若干类别、分别就不同类别征税，甚至分别适用不同的税制规定，而不是在综合

计算其所有来源、所有项目收入的基础上实施调节，其本就有限的作用也被打了折扣。 

还如，作为直接税的一个重要类别——处于存量层面、针对居民个人征收的财产税，仍是中国现行税制

体系中的“空白”之地。这又意味着，面对由流量和存量两个层面所构成的贫富差距，现实中国税收所能实

施的调节，至多触及流量，而不能延伸至存量。鉴于存量系基础，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流量这一基本常识，

还可进一步认定，现实中国税收对贫富差距所能实施的调节，至多触及皮毛，而不能牵动筋骨。 

说到这里，做出如下的判断可能是适当的：面对日趋严峻的收入分配情势，最迫切、最亟待解决的事

情，就在于政府要重新获得并拥有一套有助于调节收入分配的机制和渠道。由重新建构机制和渠道入手，进

而谋求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有所作为，这是我们在当前应当也必须做出的一个重要抉择。 

三、打造“功能齐全”的现代税制体系 

建构调节机制和渠道，当然要从其最重要的“软肋”地带开始。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发现，如果

说政府实施收入分配调节的经济手段只能或主要来自再分配层面，那么，作为再分配层面的两个行动线索，

“劫富”与“济贫”相比，难不在“济贫”，而在“劫富”。所以，当前首先要着手完成的一项重要工作，

就是建构好“劫富”的机制和渠道。“劫富”要靠直接税而非间接税。所以，按照现代税收的功能标准，跳

出相对偏重收入的“单一功能”格局，建设一个融收入与调节、稳定功能于一身的“功能齐全”的税制体



系，是必需的。让现行税制跳出相对偏重收入的“单一功能”格局、走向“功能齐全”目标的出路，就在于

增加直接税的份额。这就要求我们，通过启动一系列增加直接税并相应调减间接税比重的税制改革行动，调

整并重构现行税制体系的总体布局。 

增加直接税份额，显然要先将已经纳入税制改革规划且久拖未决的直接税项目付诸实施。这至少包括两

个税种：个人所得税和物业税。 

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制，要走“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之路，这是早在“十五”计划中就已确立并写明的改

革目标。并且，这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不容改变的根本目标。毋庸赘言，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主要是由于税

收征管上难以跨越的障碍，我们并没有在这个方向上取得多少实质进展。或许是由于看不到短期出现革命性

变化的希望，每当谈到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制到综合制的改革，便总会有条件不具备的忧虑和相伴而生的躲闪

之举。但是，不管怎样，长期躲闪，久拖不决，终归不是万全之策。时至今日，鉴于收入分配矛盾的解决或

者缓解，已经不容我们再拖，且无多少躲闪的余地。故而，尽快地谋划一场税收征管上的革命性变化并由此

破解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的重重障碍，让建立在综合计征基础上的个人所得税制“落户”

中国，已成为迫在眉睫之举。 

物业税，之所以总是与“开征”二字相连，是因为，它是被严格界定为对居民个人所拥有的房产或房地

产所征的税。而这样的税种，在现行税制体系中并不存在。从2003年10月间将其纳入税制改革规划至今，已

有7年时间。7年之久的难产经历已经告诉我们，无论是将其作为抑制房价的手段，还是将其作为地方政府的

主体税种，都难以成为开征物业税的充足理由，都难以撼动开征物业税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可以说，它们都

是开征物业税的理由，但并非最基本、最重要的理由。只有在将其置于呈尖锐化之势的收入分配矛盾之中，

并且，将其调节收入分配和拉近贫富差距的手段加以使用之时，物业税才有可能获得广泛的支持，物业税的

开征才不会继续停留于“雾里看花”状态。一旦物业税获得开征并由此为遗产税以及其他属于财产税系列的

税种铺平道路，那么，结束中国现行税制格局中的财产税“缺失”状态，从而建立起从收入、消费、财产等

各个环节全方位调节贫富差距的现代税制体系，便会成为中国的现实。 

同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情形相似，开征物业税的最大难题，主要来源于税收征管机制的

制约。现实中国的税收征管机制，从总体而言，尚停留于“间接＋截流”的水平。所谓“间接”，指的是，

它基本上只能征间接税，而不能征直接税。所谓“截留”，指的是，它基本上只能征以现金流为前提的税，

而不能征存量环节的税。拟议开征的物业税，既是直接税，又是存量税。所以，税务机关能征直接税和存量

税，是开征物业税的基本条件。这又要求我们，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举措，举全社会之力，抓紧突破现实税

收征管机制的“瓶颈”制约，为开征物业税铺平道路。（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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